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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問青年生命意義的來源─ 

以自助攝影（Auto-photography）及 

照片引談（Photo-elicitation）為進路 

何瑞珠*、張穎珊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學生能力國際評估中心 

本研究藉自助攝影和照片引談的方式，探討香港青年生命意義的來源（sources of 

meaning in life）。本文屬「香港青少年之追蹤研究」第四階段研究的一部分，訪問了

47位年齡介乎 23至 24歲的年青人。研究團隊邀請受訪者選取三件「帶給你生命意義

的事物」並拍照下來在訪談中分享，收回共 136 段相關敘述。研究團隊按受訪者在 

訪談中為相片提供的解說，整理出 16 項「生命意義來源」類別，最多受訪者提及的 

「生命意義來源」是「家人關係」、「朋輩關係」、「個人成就」和「旅行」。研究

團隊又將這 16 項「生命意義來源」進一步歸納為「個人內在」、「人際」和「超越」

三大範疇。這些分類提供具體而整全的框架，給我們理解香港年青人所看重的生命 

意義源自甚麼經驗和屬於哪些範疇。就方法學而言，本研究引入自助攝影和照片引談，

突破並豐富了以往只是以文字、數字收集資料的限制，使我們能更立體地了解年青人

如何尋索並建構他們的生命意義，對日後繼續發展出更多元的研究進路甚具啟發 

意義。 

關鍵詞：生命意義來源；自助攝影；照片引談 

導 言 

探索人生意義，一直是哲學家、宗教人士和教育工作者所關注的課題；它跟自我

成長、人生規劃以至追尋幸福美滿生活均息息相關（例如 Aristotle, 2000）。人們不單

把「幸福」（well-being）理解為趨樂避苦的快樂（hedonic happiness），還把對更高 

人生價值和生命意義的追求（eudaimonic well-being）視為構成美好人生的重要條件。

* 通訊作者：何瑞珠（estherho@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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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Gregor & Little（1998）曾概括地總結：「幸福」是快樂和意義的結合（as happiness 

plus meaningfulness）。 

不少心理學研究亦指出，探索人生意義（meaning in life）有助人經驗「療癒成長」

（therapeutic growth）（Crumbaugh & Maholick, 1964; Frankl, 1965）、發展健康身心

（Steger, Shim, Barenz, & Shin, 2014），且能促使人自我調適來應對生活挑戰（adaptive 

coping）（Park & Folkman, 1997）。自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在一系列有關「為何 

而活」（reasons for living）的研究中，學者們（如 Linehan, Goodstein, Nielsen, & Chiles, 

1983）便發現找出活下去的理由（人生意義），是防治自殺其中一個重要的保護因素。 

本研究屬「香港青少年之追蹤研究」第四階段的一部分，研究焦點正是探討本地

青年的生命意義來源（sources of meaning in life）：一方面嘗試勾勒受訪青年如何理解

自身生命意義的來源，另一方面把他們所提出的個人生命意義來源分類、分析，並跟

西方相類案例比對。 

文獻回顧 

回顧過去數十年心理學有關生命意義的探討，有學者提出人總是嘗試為自身的 

遭遇尋求意義，並總結生命意義是體現在人能否為自己的人生經歷提出一套融通而 

完整的詮釋（coherence in one’s life）（Reker & Wong, 1988）。有學者則認為生命意義

在於完成自訂的人生目標，並在過程中經驗到人生有方向和目的（goal directedness or 

purposefulness）（Ryff & Singer, 1998）。亦有學者強調生命意義是連繫於對生命有 

正面的感觸─既感到自己跟別人與世界有連繫（relatedness）（Weisskopf-Joelson, 

1968），亦經驗人生的圓滿，能體會自己生於世上並非可有可無（fulfillment and 

significance）（Maslow, 1964）。在眾說紛紜之中，不同學者按其對生命意義的不同 

界定，發展出不同量表去測評人的生命意義感。例如 Steger, Frazier, Oishi, & Kaler 

（2006）在「生命意義問卷」（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中，便把生命意義

界定為包括「體驗人生意義」（presence）和「尋求人生意義」（search）兩個層面，

並指富有生命意義感的人，既認知生命有意義，亦自覺有動力去尋求人生意義（Strack, 

2007）。 

當然，學者們並不單單滿足於測量人們認為自己「有、沒有，或有多少」生命 

意義感，或是研究生命意義感的多寡如何影響當事人的生活表現。他們還希望進一步

探究哪些經驗為人帶來生命意義，並探討當人形容自己經驗到生命意義時，所指有 

甚麼不同意涵。由此，學者們發展出探討生命意義的另一個研究焦點─探問「生命

意義來源」。 



探問青年生命意義的來源─以自助攝影及照片引談為進路 145 

「生命意義來源」所反映的，是人們對人生的基本取態（basic orientation）─ 

反映人傾向在哪些範疇投注心力（Leontjew, 1979），從哪個方向去經營生活，對生命

有怎樣的要求與委身（committed living）（Ryff & Singer, 1998, p. 8）。不同研究者曾

以不同框架來歸納「生命意義來源」（Schnell, 2011），例如 Emmons（2003, 2005）

曾綜合不同研究（Ebersole, 1998; Emmons, 1999; Wong, 1998），提出「生命意義來源」

可概括分為「成就／工作」、「關係／親密」、「宗教／靈性」和「自我超越／貢獻」

四大範疇。la Cour & Schnell（2020）亦曾藉整理「生命意義來源及生命意義問卷」

（Sources of Meaning and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Schnell, 2009），將量表中

26 項「生命意義來源」類別分為「幸福與連繫」、「自我實現」、「秩序」、「縱向

自我超越」和「橫向自我超越」五大範疇。對比 Emmons（2003）與 la Cour & Schnell

（2020）這兩個框架，發現除了「秩序」未能對應外，其餘四個範疇都能互相參照，

可作跟進討論的參考。 

在眾多相關研究中，「人際關係」一直是最常被提及的生命意義來源（如 Baum & 

Stewart, 1990; Debats, 1999; Yalom, 1980）；跟他人連繫的深淺與好壞，似是人評價 

自己人生是否有意義的重要準則（Lambert et al., 2010）。除了「人際關係」，不同研

究所歸納的「生命意義來源」列表有頗多差異，有的提及個人成長（Prager, 1996），

有的提及工作（Debats, 1999），還有的提及創作（O’Connor & Chamberlain, 1996），

所呈現的面貌各有不同。 

研究亦發現人生階段會影響個人的生命意義來源，例如 Prager（1996, 1998）發現

年青人較多以個人成長、成就和享樂為自己的生命意義來源，相對年長的受訪者則較

看重財務穩健、價值傳遞等範疇。另一方面，性別亦是影響因素：研究發現女性比 

男性更常以關係（Debats, 1999）和宗教／靈性（Wong, 1998）為主要的生命意義來源；

雖然同樣注重工作與家庭，男性似乎比女性更着重以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和

興趣為主要的生命意義來源（Baum & Stewart, 1990; Schnell, 2009）。 

研究「生命意義來源」的形式亦十分多元，例如有問卷調查（如 Reker & Wong, 

1988）、訪談（如 O’Connor & Chamberlain, 1996）或書寫等（如 DeVogler & Ebersole, 

1980; Emmons, 1999）。然而以問卷調查或量表題目來研究「生命意義」，往往會把 

受訪者的回應局限在研究者已有的概念框架之內。若以訪談或書寫來探討，則參與者

的言語文字表達能力會大大左右他們的闡釋空間（Esterling, Antoni, Fletcher, Margulies, 

& Schneiderman, 1994）。面對這些方法學上的局限，Steger, Shim, Rush, et al.（2013）

曾嘗試採取自助攝影（auto-photography）和照片引談（photo-elicitation）的方法，為

探問「生命意義來源」提供方法學上新的可能。 

自助攝影是指邀請參與者就特定主題進行自主攝影，並將所拍照片納入為研究 

素材。例如 Steger, Shim, Rush, et al.（2013）曾邀請 86 位大學本科生在一星期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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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把生活中「帶給自己生命意義的東西」拍攝下來（自助攝影），在交回相片時再

寫下文字解說（照片引談），並按其對自己的重要性來為照片評分和排序。對比訪談

或文字，這研究方式令 Steger, Shim, Rush, et al.從受訪者中收集到更多元的素材，亦使

他們歸納出好些「非傳統」的生命意義來源，如寵物、物理環境（如特定地點、建築

物）等等，拉闊了對青年人生命意義來源的理解。 

然而，上述提及的都只是西方案例，香港本地年青人的生命意義來源跟西方 

年青人有甚麼異同，仍未有太多研究考察。故此，香港學生能力國際評估中心（下稱 

HKCISA）的研究團隊在第四階段「香港青少年之追蹤研究」（下稱 HKLSA）中，1

曾參考上述研究，並以自助攝影和照片引談的方式來探討本地年青受訪者的「生命 

意義來源」。本文嘗試勾勒在是次研究中相關部分的發現。 

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目的有二：（1）藉自助攝影和照片引談的方式，勾畫本地青年受訪者 

生命意義的來源，並作分類；（2）分析本地青年受訪者生命意義來源的分類，跟外國

相類案例有何相近或相異之處。 

研究團隊於 2020 年 5 月至 11 月以網上訪問或面談方式，訪問了 47 位年青人， 

包括 23 男、24 女。2 受訪者年齡介乎 23 至 24 歲。47 位受訪者全部皆中學畢業，其中

有 6 位在受訪時已完成高級文憑課程，另有 34 位已完成學士學位（當中 7 位在海外 

就學），1 位已在海外完成碩士學位。38 位受訪者在受訪時有全職工作，其餘的分別

在做兼職（2 位）、求職（5 位）或仍在求學（2 位）。除了 5 位身在海外的受訪者，

其餘受訪者都是與家人同住（包括 1 位已婚並育有幼兒的女受訪者），只有 1 位獨居

男受訪者例外。 

研究團隊在訪談前邀請受訪者預先選取三件「帶給你生命意義的事物」並拍照下

來在訪談中分享。跟前述 Steger, Shim, Rush, et al.（2013）的研究相似，研究團隊提示

照片內容可以是人、事件、物品、風景，甚至可以是抽象符號。然而不似 Steger, Shim, 

Rush, et al.要求參與者統一使用研究者所提供的數碼相機來拍攝相關照片，本研究並

沒有限制拍攝照片的工具或照片來源。受訪者分享的既有舊照片，亦有不同的實物 

攝影、風景照、網上照片等，甚至有受訪者以手機畫面截圖來分享自己放在社交媒體

上的照片，並把上傳時所標注的文字亦一併分享。為顧及受訪者個人私隱，本研究 

容許受訪者以抽象符號或網路圖像來代表他們想表達的事物，例如有受訪者便以 

「家」的卡通圖案來代表自己與家人的關係。 

對比 Steger, Shim, Rush, et al.（2013）只要求受訪者就照片提供文字闡釋，本研究

安排受訪者在訪談中解說照片。是以本研究並沒有如 Steger, Shim, Rush, et al.般容許 



探問青年生命意義的來源─以自助攝影及照片引談為進路 147 

每人最多提供十二幅照片，而是在平衡時間限制和分享內容豐富度的情況下，把分享

照片上限訂為三幅。在此，研究團隊並非假設受訪者的「生命意義來源」只有三項，

反而是在眾多「生命意義來源」中，研究團隊認為有些來源比較核心，是以研究團隊

不似 Steger, Shim, Rush, et al.般尋求多元性或廣度，而選擇以深度理解受訪者較核心的

「生命意義來源」，期望藉着跟進的對話獲得更完整而豐富的敘述片段，以幫助理解

不同受訪者選擇這三項「生命意義來源」背後的想法和思考。 

當然，不同受訪者為預備照片所付出的心力和時間不盡相同。有受訪者藉瀏覽 

手機照片庫存或社交媒體以尋找靈感，並在海量照片中選取能代表「帶給自己生命 

意義的事物」。有受訪者由生活空間入手，直接拍下房間內的物件，或是在面談時把

物件（如飾物、記事本）帶來供訪問員拍照。亦有受訪者覺得難以用三幅照片代表 

自己想表達的「事物」，而選擇把大量照片組成代表三個類別的「合成照」來分享。

當然，亦有少部分受訪者因種種原因而沒事先預備照片，只是當被問及時才「臨場 

發揮」。另外，有部分受訪者分享在尋找照片時感到困難；這既跟個人反思習慣有關，

亦牽涉受訪者在生活中能感受到多少意義，或是對未來有怎樣的理解和想像。有一位

受訪者甚至曾表達：「我好難想到能帶給我生命意義的事物！因為我根本覺得生命是

沒有意義」（IN2_30）。3 對此，訪問員嘗試在訪談中提供安全的空間，接納受訪者

在選擇照片過程中的不同反應，並嘗試聆聽不同受訪者所呈現的雀躍、困難或掙扎 

背後所表達的渴望與關注。 

論及訪談過程，為了解受訪者藉照片所分享的「生命意義」，訪問員往往需要以

探問來釐清。在此以受訪者 A 其中一段分享為例來說明。受訪者 A 分享的其中一幅 

照片是「一本記事簿」，簿內滿載他在旅行時所收集的不同印章；受訪者 A 形容記事

簿代表着自己到不同地方旅行的回憶。因受訪者 A 的家庭社經背景不俗，加上修讀 

環境科學，令他有不少次外出旅遊或考察的機會。當訪問員問到「為何旅行會帶給你

生命意義」時，受訪者 A 分享： 

受訪者 A： ［旅行讓］我可以去不同地方、見不同事物、認識不同的人。因為平日，

比如你在香港工作，跟朋友出去玩樂，都似乎是被限定在一個框架裏邊。

但去旅行就可幫我衝出這個框架，讓我探索更多事物。（IN2_01_P1） 

之後受訪者 A 提到大學時曾與同學一起參加考察團，描述旅程令自己跟同行朋友

加深了認識，並有機會看到很多在香港看不到的地貌和自然景觀，自己印象深刻。從

他的分享可見，同一「生命意義來源」其實可以帶給人多於一重生命意義；開闊眼界

與加深友誼，都是受訪者 A 提及旅行帶給自己的生命意義。在此理解下，訪問員邀請

受訪者 A 分辨「旅行」給他的生命意義：「究竟更多是在於加深對朋友的認識，還是

在於探索新事物？又或是兩項並存？」對此受訪者 A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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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A： ［旅行］都可說是讓我看到新的、在香港看不到的東西。就算是朋友， 

在旅行中你也能看到一個平日見不到的那個人，因為那些日子要一起食飯

啊！去不同地方、洗衫、做家務……（IN2_01_P1） 

訪問員的追問，嘗試邀請受訪者釐清他所表達「旅行帶給自己的生命意義」。從

受訪者 A 在回應中再次強調旅行令自己「看到一個平日見不到的」，可以推想相比 

人際關係的進深，受訪者 A 感到旅行令自己「衝出框架」，使自己能對世界和身邊人

有新的探索、發現與認識，才是他較側重的「旅行帶給自己的生命意義」。 

上述受訪者 A 的分享片段亦可以展示研究團隊的資料分析過程。研究團隊採取 

扎根取向（grounded approach），由三位團隊成員各自按受訪者提供的照片和他們在 

訪談中提供的解說作分類。第一步是開放編碼（open coding）：研究團隊成員分析 

受訪者 A 在分享中所提及的重複字眼，把意涵相近的字詞、短語進行編碼，例如把 

「探索、衝出框架、平日見不到」等編為「旅行經驗：非日常」。第二步是主軸編碼

（axial coding）：研究團隊整理不同受訪者的分享，在對比後把受訪者 A 及其他相似

（如都是有關旅行、遊歷）的分享歸類，並組成以「旅行」為題的分類。第三步是 

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研究團隊把是次研究所得的 16 項分類，跟其他研究

所提出的「生命意義來源」分類框架（Emmons, 2003; la Cour & Schnell, 2020）作對比，

再參考其他文獻（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9; 

UNESCO, 2015, 2020; Yalom, 1980），綜合整理出由「個人內在範疇」（intrapersonal 

dimension）、「人際範疇」（interpersonal dimension）和「超越範疇」（transcendent  

dimension）組成的三重「生命意義來源」框架。例如，不同受訪者有關以「旅行」為

個人「生命意義來源」的分享，較多着重參與者個人眼光的開闊和個人成長（參看 

受訪者 A 的例子），是以「旅行」這分類便跟其他同樣關於「個人經驗整理」的分類

連繫起來，置於「個人內在範疇」的「生命意義來源」之下。 

下文將進一步交代由此資料分析過程得出的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及討論 

研究團隊把受訪者的回應，按其解說內容分為 16 項類別。表一顯示這 16 項「生

命意義來源」類別及其例子，以及受訪者的相關描述（按受訪者回應的多寡排序）。 

是次研究中最多受訪者提及的「生命意義來源」是「家人關係」（有 20 段訪談 

片段），當中包括與父母、兄弟姊妹、祖輩、子女，以至延伸家庭成員的關係。在 

談及家人關係時，不同受訪者的敘述會有不同側重，例如受訪者 B 由自己跟家人去 

旅行的回憶，談到家人在自己一路成長以來給予自己自行抉擇前路的空間，令受訪者

感到獲得支持，並表示這種自主空間和不干預的接納對他而言十分重要。相對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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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C 則是由自己往外國留學前與家人的合照說起，觸碰到自己因要離家留學而 

經驗到與家人關係的轉變： 

受訪者 B： 這是我們一家的旅行照。因為自小跟他們一起生活，他們對我的影響是 

最深！無論是價值觀、成長的各方面……他們對我好大影響啦。同時， 

因為自小我家人都很少左右我的決定；由我中學揀科，到大學，到工作，

他們都不會逼我要去做甚麼，即是都支持我做的決定。這是幾好的！

（IN2_25_P3） 

受訪者 C： 家人對我是很重要。這張相是我去外地留學時，父母送我到香港機場的 

留影。這張相給我的感覺，是代表我過去生活的日常將會從那一刻起一去

不復返！所謂日常，就是返學、放學、回家、練琴、他們給我弄晚餐……

那些日復日的生活，都會在飛機起飛之後離我而去。（IN2_04_P1） 

第二最多受訪者提及的「生命意義來源」是「朋輩關係」（有 14 段訪談片段），

當中包括受訪者在成長、就學、工作等不同階段認識的朋友。好些受訪者在談及朋輩

關係時，會分享自己對朋友的看法。比如去了日本留學的受訪者 D 便指出，自己不 

喜歡日本人習慣禮貌地附和，而更看重跟朋友一起討論，互相給對方意見。受訪者 D

在對比不同文化後，對身邊一直陪伴自己的朋友更多了份感激之情： 

受訪者 D： 朋友的 support［支持］對我是很重要。其中我看重的是朋友的聆聽。那 

不是「齋聽」［只有聽］。日本人是「齋聽」，如只回應「嗯嗯嗯」，但

自己朋友會給自己意見，與自己討論。到日本後，我對自己的朋友多了 

一份感謝，知道過了這麼長時間，要 keep［保持］住關係實在是很難； 

因為自己說話也很負面、常有很多不開心的經歷，都「無乜好嘢講」［沒

甚麼好說話］，但他們知自己是怎樣的人，會包容自己，會 keep住聽，給

自己意見，share［分享］自己的事情，而不是放棄的狀態。（IN2_20_P1） 

第三最多受訪者提及的「生命意義來源」有兩項：「個人成就」和「旅行」（各

有 13 段訪談片段）。「個人成就」如何為受訪者帶來意義亦有不同向度，有人強調 

成就所帶來的能力感、滿足感（如受訪者 E），亦有人看重藉由個人成就來獲得重要

他者的肯定（如受訪者 F）： 

受訪者 E： 我一直都好想學游水［游泳］，但說了廿年都沒有學識；原本以為自己 

成世都不會學到，後來因為應聘工作要考水試，還是只得一星期時間，於

是自己真的是很努力、很努力地去學，終於學懂了蛙式！我覺得：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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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生命中自己幾 appreciate［欣賞］自己的一個位。感悟是：只要自己肯

去試、自己肯去做，就可以成功。（IN2_10_P1） 

受訪者 F： 中學參加田徑隊，跑步拿過不少獎牌。父親有為自己獲獎而自豪，自己亦

為父親欣賞自己而開心。（IN2_45_P3） 

至於「旅行」，很多受訪者在談及「旅行」時表現雀躍，並描述「旅行」如何 

擴闊了自己的眼界，豐富了自己的閱歷。亦有受訪者（如受訪者 G）特別指出某一趟

旅行（如畢業旅行）對自己的獨特意義，並分享自己如何在該次遊歷中經驗到重要的

改變和成長： 

受訪者 G： 畢業旅行帶給自己的，是覺得自己真是個大人。要獨立，要懂得出去怎樣

與人交流……而且畢業旅行的洗費［費用］，每塊錢都是自己儲回來， 

所以在旅程中會將金錢控制得好緊，每項洗費都想得好清楚。去完旅行之

後，覺得自己對金錢的控制跟以往有不同，對錢的概念控制得好了些。

（IN2_23_P2） 

其餘較常被提到的「生命意義來源」包括興趣、工作，以及人生信念和價值等，

相關例子可參看表一。 

表一：16項「生命意義來源」類別及其例子 

 分類（回應數） 照片例子 受訪者的相關描述 

1 家人關係：包括父母、祖輩、

兄弟姊妹、子女，及延伸家庭 

（20） 

 一家四口「幸福美滿」利是封： 

由細到大與家人關係都好 close［親

密］，他們對我好 supportive［支持］。

由細到大家庭給我的東西好多好

多。長大後發覺我這情況並不是 

必然。（IN2_05_P3） 

2 朋輩關係：成長、就學、工作

等不同階段的朋友 

（14） 

 與朋友聚餐時的食物： 

之前中三、四group了一班 friend keep

［有一班朋友維持］到現在，有十幾

人；至今都是最 close［親密］的朋

友。每個月慶祝都會一齊影相，慶祝

生日都會出來聚。（IN2_48_P2） 

3 個人成就：對自身重要的個人

成就 

（13） 

 獎牌： 

中學參加田徑隊，跑步拿過不少獎

牌。父親有為自己獲獎而自豪，自己

亦為父親欣賞自己而開心。 

（IN2_45_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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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回應數） 照片例子 受訪者的相關描述 

4 旅行：遊歷，以及在其中建立

的友誼、眼界與自我發現 

（13） 

 飛機上的景色： 

自己喜歡旅行。對旅行不只求飲飲食

食或放鬆，我更看重在旅行中可以看

到不同事物。所以每次去旅行，我都

希望從中學習到一些東西（如風土人

情），希望多留意一些其他人平日不

會留意的事物。我想透過旅行成為一

個 better person［更好的人］，成為

一個有內涵、有修養的人。 

（IN2_08_P1） 

5 興趣：工餘時間不同的自主 

活動 

（11） 

 籃球： 

小時候覺得自己是個比較內向的

人，但因為加入了籃球校隊，要打

teamwork［團隊合作］，覺得自己變

得比較 open minded［思想開闊］，

可以舒服自在地同人相處、交流。 

打籃球令我性格改變，變得 more 

out-going［更外向］。 

（IN2_10_P2） 

6 工作：職涯身分、工作經驗，

以及在工作中獲得的回饋 

（11） 

 一棵樹： 

代表自己現在的工作─保護樹

木。你見到棵樹有問題，然後就落 

file［檔案］寫 report［報告］，看怎

樣去搞好棵樹。這給我感覺就好似幫

到個社會，或者幫到其他人。 

（IN2_01_P2） 

7 人生信念和價值：人生的一些

重要信念 

（10） 

 彩虹： 

當日患病後在家外影的，看到彩虹時

感覺奇妙。它令我覺得：所有事都有

可能，就……不要想得太絕對，以為

一定不成功！不要想太多，總之就是

要做好自己，那麼所有事情都有希

望……有些事覺得無可能，都可以做

到。（IN2_03_P3） 

8 深刻經驗 

（10） 

 

 床墊： 

那張床墊其實是我第一次搬出去住

時買的。當時搬回大陸住，第一晚晚

上才找到這張床墊。當時太急、沒講

究，在超市買了張床墊「頂住先」 

［暫用］。這就開始了我自住的生涯。 

（IN2_28_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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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回應數） 照片例子 受訪者的相關描述 

9 寵物：與動物的連繫、「非 

人類」家人 

（8） 

 狗仔： 

狗仔是前年領養回來。當時可能是我

在工作與感情上，都是比較孤單的時

期，常覺只得自己一個。領養時狗仔

四歲。大部分情況都是由我去照顧

牠：預備食物、買用品、照料牠去廁

所、帶牠出去玩……基本上都是我。

但我也開心，因為可以帶牠去不同地

方玩。照顧牠能幫助我抒發工作上的

情緒，會令我感到開心！ 

（IN2_29_P1） 

 

 

10 伴侶：親密關係 

（7） 

 戒指： 

這戒指是我與女朋友在中六 DSE［中

學文憑考試］後買的，代表着自己對

對方的承諾。即使不能天天見面，但

是戴着它就覺得對方在身邊，也是自

己為未來成家立室而奮鬥的動力。 

（IN2_40_P2） 

 

11 反思：人生歷程中的反思、給

自己的說話 

（6） 

 問號： 

「問號」可代表很多意思。我覺得在

我人生中，seems like［好像］一路以

來都有好多、好多困惑，不論是朋友

之間、與家人關係，以至小時候的我

跟現在對比，我都覺得自己的人生歷

程中似有較多大起大落的時間。但另

一方面，困惑也是令我不斷成長的一

個 guiding［指引］，那些困惑與反

思，令我的性格、想法與視野跟其他

人有點不同。 

（IN2_12_P1） 

 

 

12 目標、想望：人生目標，或對

生活與未來的想望 

（4） 

 電動車： 

自己其實從小到大都好鍾意車。好想

他日有車牌時，就可以揸車［駕車］。

這部電動車，我一見便覺得它好靚。

我一見到靚車就會把它影下來。 

（IN2_36_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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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回應數） 照片例子 受訪者的相關描述 

13 社會關注：對社會的關注與 

認同 

（3） 

 香港夜景： 

雖然我去過那麼多地方，但無論去到

哪裏，我都會想回香港，我最終的屋

企都是香港。尤其是這一兩年，好多

人會想移民……但我會覺得香港才

是真正屬於自己的地方。喜歡這一張

相。香港對我而言很重要！ 

（IN2_25_P2） 

14 其他重要他者：在人生路上曾

給予重要支援的人 

（2） 

 心理醫生： 

我跟我的心理醫生很熟、很 friend 

［好朋友］。我有時都覺得心理醫生

給我的東西好正面，雖然對他而言這

只是一份工，但我覺得他仍是一個很

好的傾訴對象。有時候自己有不快

時，都是等見心理醫生時講，希望能

好少少、回一回氣。我由中四開始見

這位心理醫生，至今相識好多年……

沒有他，也不會有現在的我。 

（IN2_37_P1） 

15 重要擁有物（公仔）：成長 

過程中一直相伴的物件（陪伴

自己） 

（2） 

 熊熊公仔： 

這公仔是我媽在我小學時給我的。它

陪着我去英國讀書。因我是獨女，小

時候沒有人陪我傾偈［傾談］，我就

玩公仔；所以我有好多公仔，單單是

床上便有十幾隻。這公仔陪着我去了

英國幾年，它好了解我！我不開心時

就會攬着它。我想我應該不會丟掉 

這隻公仔，就算它有損壞我也會修好

它。（IN2_41_P1） 

16 宗教信仰 

（2） 

 十字架： 

我全家人都是基督徒，自己由小到大

也有上教會。我覺得自己可以在現在

的公司工作，是神在背後幫助自己，

讓自己有信心去做。不過我現在較少

定期上教會，因為工作要輪班，不一

定可以在週末去教會聚會。 

（IN2_50_P1） 

註： 1. 有關「工作」類別，受訪者提供的相片本為類似的網上圖片。為確保版權授權，現改為網上免費

照片，2021 年 3 月 19 日擷取自 https://www.pexels.com/photo/silhouette-of-a-tree-625457/ 

 2. 有關「反思」類別，受訪者提供的相片本為類似的網上圖片。為確保版權授權，現改為網上免費

照片，2021 年 3 月 19 日擷取自 https://www.pexels.com/photo/question-mark-illustration-356079/ 

 3. 有關「其他重要他者」類別，受訪者沒有提供相關人物的照片，該類別照片為網上免費照片，2020

年 10 月 20 日擷取自 https://www.pexels.com/photo/holding-a-hand-by-the-wrist-4557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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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亦嘗試把男女受訪者的回應分開整理，表二為本研究男女受訪者就「生

命意義來源」的不同回應，按受訪者回應的多寡排序。 

對比發現，部分類別男女受訪者的回應比例較接近，比如朋輩關係、旅行、興趣、

人生信念和價值等，在男女受訪者當中，都受到差不多程度的重視。但男女的回應亦

有不少差異。例如女受訪者較多以家人關係為重要的生命意義來源，而男受訪者卻更

多以個人成就為重要的生命意義來源。研究團隊認為，原因或在於雖然他們都同樣 

需要慢慢建立個人職場身分，並開始以成人角色來跟家人相處，但男女所經驗的文化

互動（cultural dynamics）卻不同。男性相對較看重工作、發展事業以至尋求個人成就，

或許反映了男性在相關範疇上比女性承受更多的社會期望和壓力。相對而言，女性在

發展獨立自我和事業的同時，則較多關注如何處理與家人關係的變化。這對應 Plagnol 

& Easterlin（2008）的研究發現：對比同齡男性，成年初期至中期的女性對人生不同 

主要目標（如婚姻、生兒育女、發展事業）表現出更大的憧憬和追求；可以說，在 

尋求事業發展和個人成就以外，女性更多兼顧不同人際關係的轉變和發展。 

然而，研究亦發現一些跟以往性別定型不同的觀察。在提及自己有伴侶的受訪者

中，男受訪者比女受訪者更多以伴侶為自己重要的生命意義來源。不少男受訪者分享

自己在親密關係中很投入，過程中有很多學習與成長，甚至因對關係的承諾以至有 

預備要建立家庭的想望，成為自己努力工作的原動力。這類敘說在本研究的女受訪者

中很罕見。親密關係對青年男女是否有不同意義，仍有待日後的研究繼續探討。 

另一個有趣的觀察是，頗多女受訪者提出「與動物的連繫」是自己生命意義的 

重要來源，甚至在敘說中仔細描述寵物對自己的重要、是自己在工作或親密關係當中

感到失落時的安慰；相對而言提及寵物的男受訪者卻只有一位。 

事實上，有不少研究已指出飼養寵物對青年的發展有正面影響。比如 Graham, 

Milaney, Adams, & Rock（2019）曾提出，飼養寵物可以為青年打造新的身分（飼養者、

照顧者、寵物的「父親／母親」），使他們跟寵物建立起健康的情感連繫，有助他們

結交朋友，並成為青年跟其他家庭成員連結的紐帶，亦可以調劑家人關係。之前提及

往外國留學的受訪者 C 的分享對此亦有呼應： 

受訪者 C： 當時養貓，除了是自己喜歡貓之外，也有想到如果兩年後會走［往外地 

留學］，那可能最好可以給我父母有些寄託，有少少似以隻貓來取代我 

留在香港陪他們。（IN2_04_P3） 

另一位受訪者 H 則形容自己決定養寵物，是為了照顧自己在那階段渴望得到陪伴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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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H： 狗仔可以陪着我做不同的事，我也可以帶它去玩，可以抒發自己的情緒……

［為何當時會突然有決心要養？］可能因為當時我在工作上與感情上， 

都是一段比較孤單的時期，常覺得只剩自己一個，所以就「的起心肝」 

［決心］做這件事。（IN2_29_P1） 

面對由青少年步入成年這多變的人生階段，Graham et al.（2019）提出飼養寵物 

可以使年青人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規律（daily routine），為年青人帶來責任和安定感。

然而觀乎是次研究受訪者的回應，男女在飼養寵物的人數比例，以至對與寵物關係的

重視程度都不同。如何理解這男女差異，以及年青人跟寵物的連繫如何影響他們在 

人生階段的發展，都值得在日後研究中作跟進探討。 

研究團隊亦嘗試把本研究所分辨的「生命意義來源」類別，跟 Steger, Shim, Rush, 

et al.（2013）所整理的「生命意義來源」類別並列作對比。表三列出兩個研究所整理

的「生命意義來源」類別，並按其回應數的多寡由多至少來排序。 

在兩個研究中，「人際關係」是同樣備受重視的「生命意義來源」，只是本研究

把人際關係再細分為家人關係、朋輩關係、伴侶（親密關係）等不同類別，能更細緻

地呈現出不同分野，例如指出是家人關係而非親密關係，才是女受訪者最主要的生命

意義來源。 

本研究跟 Steger, Shim, Rush, et al.（2013）的研究另一個相似之處是，「興趣／ 

閒暇活動」在兩個研究中都佔有重要位置，只是本研究不若 Steger 團隊般把「旅行」

歸類在「興趣／閒暇活動」中，而是把「旅行」獨立分類，以突顯外出遊歷這「非 

日常」經驗跟其他滲透在日常生活中的閒暇活動或興趣（如運動、音樂）有所不同。

兩個研究尚有其他相似之處，比如有不少受訪者都同樣提及「寵物」、「人生信念和

價值」是重要的生命意義來源。 

至於兩個研究的差異亦不少。例如本研究有關「個人成就」這類別，可對應在 

Steger, Shim, Rush, et al.（2013）中排在第四位的「教育」─受訪者所經驗的學術 

活動及其相關的學業成就。只是本研究所指涉的「個人成就」不限於學術範疇，更 

包括受訪者在其他不同範疇的成就（如運動）。兩個研究的另一個差異是，在 Steger, 

Shim, Rush, et al.的研究中「大自然」是排第三位的「生命意義來源」，而本研究 16

項類別當中並沒有這分類。這或許反映了社會生活空間會模塑、規範受訪者的生活 

經驗，繼而影響他們涉取生命意義的素材。一如 Prager, Savaya, & Bar-Tur（2000）曾

指出，生活環境對「生命意義來源」都有影響。此外，在 Steger, Shim, Rush, et al.的 

研究中有較多受訪者提及「宗教信仰」是構成自己生命意義的一環（第九位），這在

本地受訪者中卻鮮有觸及（排在末位）。研究團隊認為這也許呈現了本地社會跟西方

社會在宗教文化氛圍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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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比較本研究跟 Steger, Shim, Rush, et al.（2013）所整理的「生命意義來源」類別 

排名 是次研究的分類 排名 Steger, Shim, Rush, et al.（2013）的分類 

1 家人關係：父母、祖輩、兄弟姊妹、子女，

及延伸家庭 

1 人際關係：家人、朋友、伴侶、子女、 

同事 

2 朋輩關係：成長、就學、工作等不同階段

的朋友 

2 興趣／閒暇活動：各類型活動，包括藝術、

音樂、旅行、戶外活動、網上遊戲等 

3 個人成就：對自身重要的個人成就 3 大自然：自然景物、四季 

3 旅行：遊歷，以及在其中建立的友誼、 

眼界與自我發現 

4 教育：在大學的一切學術活動與成就 

5 興趣：工餘時間不同的自主活動 5 擁有物：如車、屋、衣服、禮物…… 

5 工作：職涯身分、工作經驗，以及在工作

中獲得的回饋 

6 特定地點、空間：對當事人有特別意義的

地方，如教堂、課室、圖書堂…… 

7 人生信念和價值：人生的一些重要信念 

（如感恩、對未來要有希望） 

7 寵物：家養的、作為陪伴的動物 

7 深刻經驗（如做手術） 8 價值：當事人認同的價值、信念 

9 寵物：與動物的連繫、「非人類」家人 9 宗教：信仰理念及信仰生活實踐 

10 伴侶：親密關係 10 科技：在日常生活中運用科技物品，如 

手機、電腦  

11 反思：人生歷程中的反思、給自己的說話 11 生活必需：如食物、金錢、睡眠 

12 目標、想望：人生目標，或對生活與未來

的想望 

12 組織／活動：投入參與的群體，如運動 

隊伍、學會、樂隊 

13 社會關注：對社會的關注與認同 13 未來憧憬：未來的目標、計畫、事業發展

方向 

14 其他重要他者：在人生路上曾給予重要 

支援的人 

14 職業／工作：目前的工作 

14 重要擁有物（公仔）：成長過程中一直 

相伴的物件（陪伴自己） 

15 自己：當事人自己 

14 宗教信仰 16 其他：未能歸類的項目 

註：本研究部分分類的敘述回應數相同，故有並列第 3、第 5、第 7、第 14。 

 

另一方面，本研究中不少受訪者提及「工作」是自己重要的生命意義來源（第五

位），但「工作」在 Steger, Shim, Rush, et al.（2013）中卻只排第十四位。估計其中 

一個可能原因是 Steger 團隊的研究對象是大學本科生，而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大都是 

在職年青人，後者比前者的平均年齡大三至四年。跟前述研究發現年齡會影響人的「生

命意義來源」（Prager, 1996, 1998）一致，上述差異亦反映生命意義來源跟個人角色 

身分的連繫─學生與在職人士尋求或建立生命意義的場景並不同，以致其「生命 

意義來源」亦有異。 

對比 Steger, Shim, Rush, et al.（2013）所收集到的照片，包括了不同的生活工具 

（如衣服、金錢、車等擁有物）和科技產品（如手機、電腦），這些都是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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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較少提及的。這可能是由於香港青年並不如想像般物質主義（materialistic），

另一方面更可能是由於 Steger 團隊容許每位參與者選取的「生命意義來源」照片多達

十二幅，令受訪者有較大空間呈現「較次要」的生命意義來源，以至涉及的範疇更 

廣泛。本研究只容許分享三幅照片，可預期參與者會在預備過程中作篩選而令所選取

的生命意義來源較聚焦。 

最後，對應前述 16 項「生命意義來源」的分類，研究團隊亦嘗試把相關類別再 

組合起來，成為「個人內在」、「人際」和「超越」三大範疇。其中，「個人內在」

和「人際」相對應，指涉受訪者在「自處」和「共處」這兩個層面所經驗的生命意義；

而「超越」則指涉受訪者的人生關注和追尋，是有關受訪者對價值信念的反思、對 

未來的想望，以及對社群生活和信仰的追尋。 

如前述不同研究發現「關係」是最為人提及的「生命意義來源」（如 DeVogler & 

Ebersole, 1981; McCarthy, 1983, 1985），在是次研究共 136 段回應當中，「家人關係」

亦是 16 項分類當中佔最多回應的。但有趣的是，把不同分類組合成不同範疇時，「個

人內在」範疇（58 段）卻比「人際」範疇（53 段）佔更多。其中一個可能原因是，本

研究的受訪者都是正面對離開校園、步入職場的過渡時期，是以對比經營人際關係，

自我發展在此人生階段或許佔據了他們更多心力和關注。相對而言，「超越」範疇 

（25 段）所佔的比重在三個範疇中最少，只佔整體回應不足兩成。 

本研究的分類亦可跟前述 Emmons（2003）所提出的框架對應：「人際」範疇可

對應 Emmons 提出的「關係／親密」；「個人內在」範疇中的「個人成就」和「工作」

跟 Emmons 提出的「成就／工作」有關；而「超越」範疇中的「社會關注」和「宗教

信仰」亦分別跟 Emmons 的「自我超越／貢獻」及「宗教／靈性」相呼應。 

另一方面，若跟 la Cour & Schnell（2020）所提出的五大範疇對比：本研究中 

「人際」和「個人內在」分別跟 la Cour & Schnell 所提及的「幸福與連繫」和「自我

實現」對應；「超越」中的「社會關注」可跟 la Cour & Schnell 所提及「橫向自我 

超越」所指的「關懷超乎自身當下需要的社會事務」相應；「超越」中的「宗教信仰」

則跟 la Cour & Schnell 所提及「縱向自我超越」中「關注非物質、超自然的現實」 

相應；「超越」當中的「人生信念和價值」、「反思」和「目標、想望」因都是有關

人生價值的反思和實踐，故此跟 la Cour & Schnell 所提及「秩序」中「關注人生實踐

當中的原則、常理」呼應。 

表四整理了本研究的分類框架跟上述 Emmons（2003）和 la Cour & Schnell 

（2020）兩個不同框架的對比。 

研究意義及總結 

本研究嘗試藉自助攝影和照片引談的方式，勾畫本地年青受訪者的生命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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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本研究「生命意義來源」的三大範疇  

本研究中「生命意義來源」的類別

和相應的三大範疇 

敘述段

數量 

Emmons（2003）「生命 

意義來源」四大範疇 

la Cour & Schnell（2020） 

「生命意義來源」五大範疇 

個人內在範疇 58 

 
自我實現 

Self-actualization： 

關注挑戰、成就、 

拓展個人能力 

 旅行  

 興趣  

 深刻經驗  

 工作  成就／工作 

Achievements/Work  個人成就  

人際範疇 53 

關係／親密 

Relationships/Intimacy 

幸福與連繫 

Well-being and relatedness： 

關注陪伴、感性需要、關係 

 家人關係  

 朋輩關係  

 寵物  

 伴侶  

 其他重要他者  

 重要擁有物（公仔）  

超越範疇 25 

 

 

 人生信念和價值  秩序 Order： 

關注人生實踐當中 

的原則、常理 

 反思  

 目標、想望  

 社會關注  

自我超越／貢獻 

Self-transcendence/ 

Generativity 

橫向自我超越 

Horizontal self-transcendence： 

關注超乎自身 

當下需要的社會事務 

 

宗教信仰 
宗教／靈性 

Religion/Spirituality 

縱向自我超越 

Vertical self-transcendence： 

關注非物質、超自然的現實 

 

 

來源，並作分類和分析。本文提出的 16 項「生命意義來源」類別和三大範疇提供了 

不同框架，以理解年青人所看重的生命意義有哪些來源，對日後相關研究具有一定 

啟示。研究團隊亦嘗試跟西方相類研究案例（Steger, Shim, Rush, et al., 2013）比對， 

發現除了性別，其他如年齡、人生階段、生活環境（例如有多少機會接觸大自然）、

文化、宗教氛圍等因素，都有可能影響受訪年青人所選取的「生命意義來源」。上述

因素如何形塑、怎樣影響個人生命意義的建構，均值得日後研究再作深入探討。 

就方法學而言，是次研究首次引入自助攝影和照片引談來探討受訪者的生命意義

來源，突破只是以文字、數字為資料來收集素材，對日後繼續發展出更多元的研究 

進路甚具啟發性，能更立體地了解年青人如何尋索並建構他們的生命意義。從本文 

引用的例子可見，不少受訪者所分享敘說片段的內容，往往包含了豐富的感情。這 

突顯出自助攝影和照片引談的優點─因重視受訪者的視角和參與，自選照片往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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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受訪者更投入地分享；對比傳統答問，受訪者在照片引談中扮演着介紹者而非答問

者的角色，有助受訪者更自在地闡述個人觀點，在引發受訪者主動參與的同時，某 

程度上亦消解了在訪談中由訪問員主導的潛在權力關係。由照片引起的回憶和故事，

更能為受訪者提供更多情感線索，令受訪者有資源為相關課題提供更豐富的描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探討年青受訪者的生命意義來源，跟其他有關年青人生活 

狀況的探問（如幸福感、對生活的滿意度、對未來的憧憬等），都展現着不同的提問

向度。探討年青人的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是關注他們對當下生活的評價 

（已然）；而探問人生憧憬，是關注年青人對未來的想像（未然），兩者都是常用來

探討年青人身心靈健康（well-being）的切入點，且都傾向從正向角度探討個人幸福，

論及「美好人生」時亦較多圍繞着滿足、愉悅或期待的感受。 

對比之下，尤其是以質性研究進路探問生命意義來源時，過程中往往牽涉受訪者

更深入的自我回顧和整理，所觸動的情感更複雜多元，並非如前兩者般只是圍繞着 

愉悅的感受。在是次研究中，受訪年青人在分享照片時多會提及相關的生命故事，亦

會自然地呈現他們所面對的掙扎和期待。例如，有受訪者提及自己因父母關係不和諧

而對家庭疏離，但卻仍然選擇以這不完美的原生家庭為自己人生意義的重要來源。這

似是矛盾，但可以更立體地呈現那失望、感謝與盼望並存的複雜性。這亦反映了有關

「生命意義」的探問，往往觸及人如何面對具體人生限制的更多複雜情感，以及在 

當中取捨抉擇的張力，以至呈現着不同人在其具體生命處境上如何經營他們的人生，

並經驗生命意義。 

論及是次研究的效度，研究團隊指出，對應如此豐富的敘說，分析結果時要如何

組織、分類以至為不同分類命名，都牽涉研究者的判斷，並依賴研究者在呈現完整 

複雜和精簡表達之間作出平衡，這都是質性研究的藝術。是次研究 16 項「生命意義 

來源」的分類，以及進一步概括為三大範疇，是由研究團隊人員各自獨立進行開放 

編碼和主軸編碼後再互相對比，以三角檢證（triangulation）方式整理得出（Carter, 

Bryant-Lukosius, DiCenso, Blythe, & Neville, 2014; Erzberger & Prein, 1997）。如不同 

成員就個別編碼有分歧，團隊成員會回溯訪談紀錄並提出不同觀察理據，直至尋求出

一致共識。對應 Kirk & Miller（1986）所提出「明顯效度」（apparent validity）和「工

具效度」（instrumental validity）的概念，是次研究所整理的 16 項「生命意義來源」

分類，跟已有研究（如 Emmons, 2003; la Cour & Schnell, 2020）所提出的「生命意義 

來源」分類相呼應，反映此研究手法能有效呈現受訪者不同的「生命意義來源」。 

可見，是次研究參考 Steger, Shim, Rush, et al.（2013）的手法，採用自助攝影和照片 

引談方式探討「生命意義來源」，研究手法符合所探討的課題（反映「明顯效度」），

而研究所得亦能類比採取其他工具（如量表或開放式文字回應）來探討此課題的研究

（反映「工具效度」）。至於 Kirk & Miller 所提出的理論效度（theoretical validity）（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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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看 Onwuegbuzie & Johnson, 2006），因是次研究以扎根理論（grounded-theory）為 

取向，沒有預設理論框架，故此雖然作者參考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9）和 UNESCO（2015, 2020）的討論並綜合整理出三個不同 

範疇的「生命意義來源」，但此框架可以如何在實證研究中發展以豐富對「生命意義

來源」的理解，仍待日後進一步研究。 

最後，假如研究者有興趣採用自助攝影和照片引談，需要留意這方式往往需與 

其他研究手法（如訪談）結合（Rose, 2016, pp. 2–8）。此外，對比傳統研究進路，這

方式要求受訪者投入更多時間和心力，未必所有參與者都能應付（Pink, 2013）。在 

研究中引入自助攝影，研究者亦需要小心照顧和保障受訪者的私隱，對有機會透露 

受訪者個人資料的照片（如有人像的照片）要進行模糊處理（田紫靈、劉晨，2020；

Johnsen, May, & Cloke, 2008）。 

此外，研究團隊還要補充，自助攝影和照片引談除了可作探問受訪者生命意義 

來源的手法，亦有其他發展可能。比如 Steger, Shim, Barenz, et al.（2014）曾在他們的

先導研究內提出，自助攝影和照片引談亦可作一種介入方式（intervention），當受訪

者有機會反思並敘述個人生命意義來源時，這經驗本身已能提高參與者的生命意義感

和生活滿意度。本研究並沒有把自助攝影和照片引談視為介入手段，亦沒有如 Steger, 

Shim, Barenz, et al.般邀請受訪者為自己所提供的生命意義來源按重要性排序，但研究

者相信自助攝影和照片引談這手法有其他可能的應用價值。至於具體可以如何在本地

處境中嘗試實踐和驗證，仍有待日後研究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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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HKCISA（Hong Kong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獲香港研究資助局 

資助，於 2013 年 5 月起展開「香港青少年之追蹤研究」，以參與 2012 年度學生能力

國際評估（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計劃的三千多名 15 歲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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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為研究對象，在他們不同的成長和升學就業階段追蹤他們的變化，至今已進行

了五輪問卷調查（2013、2014、2015、2017、2019）及兩次訪談（2015–16、2020）。 

2. 是次研究的受訪者是曾參與 HKLSA（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的年青人。在 1,552 名曾參與 HKLSA 第三階段問卷調查（2014–15 年）的年青人當 

中，研究團隊按參與者的性別、社經背景和升學就業路徑，以分層抽樣（stratified 

sampling）方式選取了 53 人，在 2015–16 年跟他們進行了訪談。為追蹤這批年青人的

轉變和發展，研究團隊於 2020 年再次邀請這 53 名年青人作跟進訪問，最終成功訪問

了其中 47 位，回應率達 89%。 

3. 本文引用受訪者的敘述時，所採取的編碼框架為：「第幾次面見_受訪者編號_第幾幅

照片」。例如，此處「IN2_30」是指「第二次訪談：第 30 號受訪者」，而「IN2_01_P1」

則表示「第二次訪談：第 1 號受訪者的第一幅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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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quiry of Hong Kong Young Adults’ Sources of Meaning in Life:  

The Auto-photography and Photo-elicitation Approaches 

Esther Sui-Chu HO & Charis Wing-Shan CHEUNG 

 

Abstracts 

As part of the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HKLSA, Phase 4), this 

study used “auto-photography” and “photo-elicitation” to explore local young adults’ sources of 

meaning in life. A total of 47 young adults aged between 23 and 24 were interviewed. 

Respondents were invited to pre-select three things that brought meaning to their life and share 

them with photos in the interviews. A total of 136 related narratives were collected. According to 

the elaborations provided by the respondents for the photos, the research team has identified  

16 categories of “source of meaning in life.” The most popular “source of meaning in life”  

were “family relationship,” “peer relationship,” “personal achievement” and “travel.” These 

16 “sources of meaning in life” could be further categorized into three dimensions: 

“intrapersonal,” “interpersonal,” and “transcendent.” This categorization has provided 

concrete and holistic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how Hong Kong young adults articulated 

their meanings in life and the major categories of sources of meaning in life with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s. Methodologically speaking, this research introduced the approaches of 

auto-photography and photo-elicitation, which has enriched the exploration in this field by 

breaking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in collecting data with only words and numbers. Such an 

attempt has provided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how young people seek and 

construct their meanings in life and could inspire researchers to develop more diverse research 

approaches in related youth studie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sources of meaning in life; auto-photography; photo-elic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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